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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问题】

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

———基于家庭人口结构的调节作用

高原，高晨曦，赵凯∗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杨凌 ７１２１００）

摘 　 要：基于宅基地退出试点县安徽金寨的 ６５１ 份农户调研数据，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倾向得分匹配

法和工具变量法分析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家庭人口结构在其中的调节

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从消费总量来看，宅基地退出对家庭总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从消费

结构来看，宅基地退出对生产性消费具有显著的降低作用，对生活性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家庭

人口结构在宅基地退出影响家庭消费中的调节作用存在差异，其中，家庭少儿抚养比在宅基地退出

对家庭总消费和生活性消费的提升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家庭老年抚养比的增大加强了宅基地退出

对生产性消费的降低作用。 最后，提出积极完善宅基地退出与土地流转政策的联动促进、注重保障

农户家庭基础消费和加强对宅基地退出农户的再就业支持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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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宅基地是农村居民依靠集体组织成员资格无偿获得，用于建造住房以及附属建筑物的集体

建设用地，具有福利分配性质 ［１］ 。 长期以来，宅基地所承担的基本居住功能和生产支持功能对

于保障农户家庭资产和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 ［２］ 。 然而，随着国家新型城市化战略

的实施，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农村宅基地低效利用与闲置荒废问题逐渐凸显 ［３］ 。 为提

高宅基地利用效率，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文件，并从 ２０１５ 年起先后启动实

施了两轮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其中宅基地退出是改革试点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

宅基地制度改革实施以来，试点地区农房闲置得到有效缓解 ［４］ ，农户居住条件有所改善，农村宅

基地的利用率明显提高 ［５］ ，但也带来了农户农业生产不便 ［６］ 、权益结构变动 ［７］ 和社会保障福利

改变 ［８］ 等问题。 中央政府多次强调，要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改革试点工作，确保农户原有生活

水平不降低，长久生计有保障 ［９］ 。 但宅基地退出是否保证了农户家庭生活质量不下降，目前尚

未形成一致的观点 ［１０］ 。 消费是物质生活水平和家庭经济福利与幸福感的重要体现 ［１１］ 。 农户

家庭消费水平是否提升，消费结构是否优化，不仅反映农户的生计状况，也是宅基地退出政策实

施绩效的重要表征。 因此，有必要探究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以期为回答宅基地

退出是否提升了家庭生活质量提供依据，并为完善宅基地退出政策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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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文献围绕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收入、生产和生活的影响，从理论和实证层面做了诸

多讨论。 在理论层面，部分学者认为，置换式宅基地退出模式中地方政府和村集体通过将宅基

地复垦为耕地等方式实现宅基地再利用，但在复垦过程中耕地质量较难提升，不利于保障农户

农业生产利益 ［１２］ 。 也有学者认为，腾退出的宅基地可以通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等方式实现

土地财产功能，提升农户财产性收入和集体收益 ［１３］ 。 但在不同区域内，由于资源禀赋、人文特

征等不同，宅基地价值存在明显差异 ［１４］ ，且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范围、用途等仍受到较强

的管控，可能造成农民利益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过程中受损。 在实证层面，部分学者基

于农户福利视角分析发现宅基地退出改善了农户家庭经济状况 ［８］ ，缩小了农户群体的福利差

距 ［１５］ ，对家庭总收入产生了正向影响 ［１６］ ，显著提升了家庭消费水平 ［１７］ ；也有学者认为宅基地退

出中存在农户利益补偿受损 ［１８］ 、社会保障缺损和生活不适应等风险 ［１９］ 。
综合而言，已有文献为本文奠定了良好的研究基础，但存在以下待改进之处：第一，现有文

献主要通过农户收入来反映宅基地退出的福利效应，但收入仅是消费的决定因素之一。 消费作

为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也是最终环节，能够直接反映农户支配资源的能力 ［２０］ ，然而鲜有文献

实证探究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 与本文最直接相关的一项研究是曹守慧 ［１７］ 关于

宅基地流转对农户消费影响的研究，虽然主题相似，但侧重点不同。 后者研究的宅基地流转的

重点是宅基地出租或出售的农户，并未涉及宅基地退出农户。 由于宅基地改革工作的复杂性，
不同地区的宅基地退出政策做法不尽相同，有必要针对传统农区的农户探讨宅基地退出对其家

庭消费的影响；文章探索了代际和区域的异质性，却未从微观层面考虑家庭人口结构在家庭消

费中的异质性影响。 第二，已有研究大多将家庭消费划分为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

消费三类，或者按照国家统计局定义将消费分为食品支出、衣着支出、生活居住支出、日用品支

出、医疗保健支出、交通通信支出、文化教育娱乐支出和其他支出等八大类。 然而，农户作为农

村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因此，农户家庭消费也应该既包含生产消费，也
包含生活消费 ［２１］ 。 第三，在影响的差异性研究上，已有文献很少关注家庭人口结构的调节作

用。 农户家庭作为消费的最小社会单元，其消费决策与人口结构紧密相关 ［２２］ 。 异质性农户家

庭中，不同的家庭人口结构的消费需求存在差异，消费计划和消费支出结构也不相同。
鉴于此，本文在对宅基地退出进行内涵界定的基础上，构建了宅基地退出影响农户消费的

理论框架，利用传统农区安徽金寨的微观农户调研数据，实证检验宅基地退出对农户消费的影

响，并分析家庭人口结构在其中的调节作用，进一步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构建反事实框架，力求

消除自选择偏误，运用工具变量法缓解内生性问题，以尽可能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概念界定

１． 宅基地退出的内涵

由于中国宅基地属性的特殊性和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复杂性，各个试点区宅基地退出做

法存在差异。 安徽金寨县作为第一轮和第二轮宅基地改革试点地区，自 ２０１５ 年试点工作启动

以来逐步探索和建立了一套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 有学者将其概括为“置换式” ，具体做

法是在国家法律政策框架内，按照一定的置换标准，农民以宅基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的建筑物、
构筑物换取在规划区内统一建设的住房或一定数额的货币 ［２３］ 。 退出宅基地后，农户可选择到

城、镇规划区购买普通商品住房，也可选择在乡镇、集镇按统一规划统建、联建住房，前者属于城

镇化安置，后者属于就近集中安置，农户仍保留农民身份。 本文研究的宅基地退出是指基于中

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在政府政策引导下，农户依法自愿退出原有宅基地及地上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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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并有偿获得替代性居住保障，从而实现农村宅基地集约节约利用的行为。 考虑到传统农

区的宅基地退出安置通常采用集中安置方式 ［６］ ，本文主要针对集中安置方式下的宅基地退出模

式展开研究。
２．农户家庭消费

本文研究的宅基地退出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包括农户家庭消费总量的变化和消费结构的调

整，因此，本文从总消费、生活性消费、生产性消费三个角度衡量农村居民家庭消费。 区别于其

他分类方法，本文将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同时纳入家庭消费的分析框架，更能凸显家庭整

体的消费特征。 其中，生产性消费是指农户对各项农业生产资料及服务的支出 ［２４］ ，生活性消费

是指农户为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而产生的支出 ［２５］ 。 进一步将生活性消费划分为生存型消费和发

展型消费，生存型消费是指为了维持生存而产生的必要支出，发展型消费是指农户为了实现自

身发展而进行的各项支出 ［１１］ 。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未将享受型消费纳入其中，主要考虑到享受

型消费是以出资享乐为目的进行的消费，而研究区域属原国家级贫困县，享受型消费占家庭总

消费的比重非常低，因此不作为本文研究重点。
（二）理论分析

根据消费者行为理论，农户消费行为由其资产和收入状况决定。 收入提高是促进消费增长

的根本保障 ［２６］ 。 宅基地及其附着的房产作为重要的家庭资产，其功能是在一定的村庄环境下，
农户使用过程中表现出的功用、性能等的集合体 ［２７］ 。 农户退出宅基地，实质上是改变了农户的

家庭资产状况和居住生产环境，造成宅基地部分功能发挥的条件发生改变，影响了农户对宅基

地功能的依赖，进而影响家庭的生计方式和收入来源，最终影响家庭消费决策。 本文将从生产

性消费、生活性消费和总消费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图 １） 。
１． 宅基地退出对家庭生产性消费的削减效应

已有研究大多基于社会经济发展宏观视角，认为对于农户而言，宅基地功能正逐步由居住

保障型向资产收益型转变 ［２８］ ，却忽略了宅基地功能变迁存在的地域差别 ［２９］ 。 事实上，在传统

农区，农户以农为生的生活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即使年轻劳动力外出打工，农村家庭

依然维持着“种地吃饭，打工赚钱”的生计模式 ［３０］ ，农业依然是农户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

成部分，因此，宅基地承担的生产辅助功能不可忽视 ［３１］ 。 然而，农户退出宅基地迁入集中安置

区后，耕作半径拉大，农业生产通勤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上升 ［６］ ，且重新安置的房屋面积减小造

成农业机械存放不便，基于效益最大化原则，农户往往选择粗放式经营甚至撂荒 ［８］ 。 因此，农户

家庭在购买农药化肥及其他生产资料方面的支出可能明显缩减。 另外，为了服务与保障农业生

产，农户原有宅基地上往往建有晒坝、圈舍等附属生产生活设施。 退出宅基地后，受制于有限的

建设用地面积和新型社区统一规划，家庭养殖条件无法满足，农户购买牲畜种仔及饲料等费用

相应削减。 与此同时，政府为保障退出农户实现生计转型，通过加强对退出农户的职业技术培

训力度来提升农户非农就业能力 ［３２］ ，并提供非农就业岗位，降低农户外出务工难度，一定程度

上降低了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从而使得家庭生产性消费有所减少。 综合而言，宅基地

退出使其承担的生产辅助功能弱化，家庭农业生产性消费将产生明显降低趋势。
２．宅基地退出对家庭生活性消费的激励效应

宅基地不仅为农户日常饮食与生活提供了基本保障，也为进城失败农户返乡提供了就业保

障 ［３１］ 。 宅基地退出使得农户自给自足的田园式生活被打破，日常所需蔬菜和肉类食品需另外

购买，生活燃料由薪柴转为煤气或电，燃料开支增加，家庭生活成本提高。 老年家庭尤其无法借

助宅基地开展庭院经济，失去了以房养老的生活方式，宅基地所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被弱化。
与此同时，政府在宅基地退出工作中不断优化村庄发展规划和村庄空间布局，村庄基础设施建

设得到明显改善，交通条件和公共基础服务水平提升 ［３２］ ，使得农户信息获取渠道有所拓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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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务工的时间成本、交通成本和信息获取成本下降 ［３３］ 。 当农业经营收入降低且家庭处于流动

性约束较强的状态时，农户通常通过调整生计策略以保障家庭收入，劳动力非农转移由此发生，
家庭工资性收入也随之提升 ［１６］ 。 在宅基地部分社会保障功能弱化和家庭工资性收入提升的共

同作用下，家庭生活性消费有可能增加。
３．宅基地退出对家庭总消费的遮掩效应

根据消费理论，家庭资产是影响消费的关键因素。 已有研究表明，家庭资产通过“资产效

应”和“财产效应”两个渠道影响家庭消费 ［３４］ 。 “资产效应”基于生命周期理论 ［３５］ ，认为家庭以

实现整个生命周期内消费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将所有固定资产平滑地分配到生命周期的各个阶

段进行消费，以实现跨期优化。 “财产效应”基于持久收入假说 ［３６］ ，认为家庭拥有的固定资产会

随着未来资产价格的上升而导致家庭财富上升，进而造成居民消费水平提高。 无论是财产效应

还是资产效应，隐含的前提条件都是家庭资产的财产功能可实现。 然而，长久以来农民既是“一

户一宅” “无偿分配”这一土地福利政策的受益对象，也是宅基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参与主体 ［３７］ 。
宅基地作为一项具有福利性质的实物资产，它所提供的基本居住保障功能是农民户有所居的基

础，赋予了农民安身立命的根本条件 ［２８］ 。 对于大多数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农户而言，宅基

地承载着儿时记忆，是家族的象征，对乡土的依恋使得即便宅基地已处于闲置状态，农户仍然将

其看作一份潜在的遗产保留 ［３８］ 。 显然宅基地于农户而言已经具有明显的禀赋效应和强烈的人

格化特征。 宅基地制度改革以来，受制于政府财政能力和农户多元化补偿需求，宅基地退出的

补偿费用往往难以满足农户需求 ［１９］ ，农民也难以通过宅基地市场化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益

处，导致其财产属性一直难以实现，宅基地使用权主体财产安全的实际感知进一步弱化 ［３９］ 。 宅

基地作为一项资产当前并没有较好地呈现出资产效应和财富效应，农户无法享有土地财产收

益，其消费水平也难以得到相应提升。
综上，提出假说 Ｈ１：宅基地退出会降低家庭生产性消费，提升家庭生活性消费，对家庭总消

费水平的影响方向有待检验。
４．家庭人口结构在宅基地退出影响家庭消费中的调节效应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决定着社会最终产品和服务消费的变化。 家庭人口结构是影响

居民消费的基础性因素，年龄结构是家庭人口结构的重要维度。 现有研究多采用少儿抚养比和

老年抚养比探讨家庭人口结构和消费的关系 ［２２］ ，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按照生命周期假

说，理性消费者按照效用最大化目标进行消费决策，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家庭，其劳动年龄人口

和非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不同，消费动机和消费倾向相应存在差异，而抚养比直接反映家庭成员

中劳动年龄人口与非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二是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能够反映家庭抚养小

孩和赡养老人的经济压力，抚养比越大，抚养负担越重，将对家庭消费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宅基

地退出对不同家庭的消费影响程度呈现一定的异质性。 与以赡养老人为主的家庭相比，需要抚

养孩子的年轻化家庭消费需求更加多元。 从长远生活水平保障出发，后者将投入更多消费在改

善子女教育、提升劳动力职业能力以及积累家庭社会资本等方面 ［２２］ ，倾向于通过教育和职业培

训提高家庭人力资本，通过社会交往和人情往来巩固和拓宽社会资本，以此弥补宅基地退出导

致的社会保障功能的弱化，从而降低未来不确定性事件导致的风险，家庭发展型消费相应提升。
以赡养老人为主的老龄化家庭主要经济压力来源于家庭养老支出，日趋完善的新农保和新农合

等制度性养老保障对于家庭养老和土地养老有明显的替代作用 ［４０］ 。 因此，在宅基地退出造成

农业生产成本上升的背景下，老年劳动力大概率会选择转出土地或直接退出农业生产，使得家

庭生产性消费的减少在老龄化家庭中更为明显，即老年抚养比在宅基地退出对生产性消费的减

少中可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由此提出假说 Ｈ２：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受到家庭人口结构的调节。 其中少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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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养比在宅基地退出对家庭发展型消费的提升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老年抚养比在宅基地退出

对生产性消费的降低中具有促进作用。

图 １　 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理论框架图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２０２２ 年 ７—８ 月对安徽金寨进行的农户调研。 依据分层抽样

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原则，课题组按照受访村与金寨县政府距离划分为近郊村（距县城 ２５ ｋｍ
内） 、中郊村（距县城 ２５ ～ ５０ ｋｍ）和远郊村（距县城 ５０ ｋｍ 外）三类，共选取 ８ 个乡（镇） ２４ 个村

展开调研。 问卷内容包括农户家庭人口基本信息、家庭生产生活情况、家庭经济状况、资产状

况、农户心理状况、村庄或社区特征、宅基地退出状况（仅针对退出户）以及受访者对宅基地政

策的认知等方面。 调查共发放问卷 ６６５ 份，收回有效问卷 ６５１ 份，其中宅基地退出户 ３５７ 份，未
退出户 ２９４ 份，问卷有效率 ９７．８％。 安徽省金寨县位于大别山腹地，属于原国家级贫困县，是传

统农区的代表，也是宅基地改革一轮和二轮试点地区。 在国家和地方各项政策支持下，截至

２０１９ 年末，金寨县有偿退出宅基地 ４．４ 万余户，宅基地腾退复垦 ４．８５ 万亩，改革成效显著①。
（二）变量选取

１． 因变量

本文用生产性消费、生活性消费以及总消费来衡量农户家庭消费。 为保证数据的平稳性，
实证中分别对各类消费的年支出加 １ 取自然对数 ［１１］ 。

２． 核心自变量

本文核心自变量为宅基地退出，问卷中以“农户是否退出原宅基地”进行度量。
３． 调节变量

本文以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表征家庭人口结构。 目前多数文献以 １６ 岁作为劳动力和

非劳动力的分界线，将少儿抚养比界定为 １６ 岁及以下家庭成员数量占 １７ ～ ６４ 岁家庭成员数量

的比重。 考虑到随着就业市场用工要求的不断提高，子女高中毕业后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比

重逐渐降低，且随着高等教育的全面普及和父母对教育观念的改变，农村孩子高中毕业后继续

接受教育的比重逐渐加大，这部分全日制学生并未参与劳动生产，经济上仍然依附家庭，必然增

加家庭的劳动负担和经济负担。 因此，本文将少儿抚养比界定为家庭 １６ 岁以上全日制学生人

数和 １６ 岁及以下成员总数占家庭劳动力的比重，将老年抚养比界定为 ６５ 岁及以上家庭成员数

量占家庭劳动力比重。
４． 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和村庄特征作为控制变量。
具体变量界定和描述性统计如表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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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变量界定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与赋值 均值 标准差

农户家庭消费

　 总消费 家庭 ２０２１ 年总消费支出（元） ，加 １ 后取自然对数 １０．２１０ ０．６４０

　 生活性消费 家庭 ２０２１ 年总生活消费支出（元） ，加 １ 后取自然对数 １０．１４０ ０．６６５

　 生产性消费 家庭 ２０２１ 年农业生产总支出（元） ，加 １ 后取自然对数 ５．３０４ ３．３３４

　 发展型消费 包含文化教育培训、医疗、人情往来及交通通信支出（元） ，加 １ 后取自然

对数

９．５４５ ０．８４５

　 生存型消费 包含食品、衣物、水电燃料取暖费、物业费及房屋维修支出（元） ，加 １ 后取

自然对数

９．１３８ ０．７１７

宅基地退出行为

　 宅基地退出 农户宅基地是否退出：是 ＝ １，否 ＝ ０ ０．５４８ ０．４９８

户主特征

　 户主年龄 实际年龄（岁） ６１．１１４ １１．７４０

　 受教育年限 实际受教育年限（年） ５．２７２ ３．６８４

　 是否从事农业 ２０２１ 年是否从事农业：是 ＝ １，否 ＝ ０ ０．５０１ ０．５００

　 新农保参与 未参与 ＝ ０，缴费 ＝ １，领取 ＝ ２ １．３５８ ０．７５０

　 风险意识 宅基地退出是否存在风险：１ ＝毫无风险，２ ＝可能不存在，３ ＝ 不清楚，４ ＝ 可

能存在，５ ＝肯定存在

３．８３７ ０．９７６

家庭特征

　 承包地面积 家庭承包地面积（亩） ３．４０５ ３．３９３

　 家庭总人口 家庭总人数（人） ３．７０２ １．５６７

　 住房数量 家庭拥有住房数量（套） １．０２２ ０．１５５

　 社会网络 家庭逢年过节走动的亲朋数量（户） １２．４６２ ８．０１４

　 家庭年收入 家庭 ２０２１ 年收入（元） ，加 １ 后取自然对数 １０．７４０ １．３６０

村庄特征

　 村庄距中心镇距离 农户所在村距离中心镇的距离（公里） ４．９７０ ４．３００

　 村庄基础设施完善度 农户所在村拥有指定基础设施数量（个） １０．２２７ ２．９２０

　 　 注：问卷中指定基础设施包括卫生室、幼儿园（托儿所） 、小学、初中、高中、体育健身场所、图书室（文化站） 、综合商店、

邮电局、公交站点、可以使用的灌溉用水塘和水库、机电井、排灌站、路灯、污水排水设施（下水管道） 、垃圾集中处理设施、通

自来水。

对宅基地退出户与未退出户这两组群体的组内均值差异进行显著性 Ｔ 检验（表 ２） 。 结果

表明，宅基地未退出户的总消费水平显著低于退出户，退出户的生产性支出显著低于未退出户，
退出户的生活性消费显著高于未退出户，且生存型消费的差距略大于发展型消费。

表 ２　 退出户与未退出户组内均值 Ｔ 检验

变量
未退出（ Ｕ） 已退出（ Ｔ）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差异

（ Ｕ－Ｔ）

总消费 １０．０９７ ０．６１５ １０．３０３ ０．６４７ －０．２０６∗∗∗

生活性消费 １０．０１１ ０．６５２ １０．２４６ ０．６５８ －０．２３５∗∗∗

生产性消费 ５．８７７ ３．０３９ ４．８３１ ３．４９３ １．０４６∗∗∗

发展型消费 ９．４４５ ０．７９８ ９．６２８ ０．８７５ －０．１８３∗∗∗

生存型消费 ８．９９２ ０．７４９ ９．２５９ ０．６６７ －０．２６７∗∗∗

　 　 注：∗∗∗、∗∗、∗分别代表在 １％、５％、１０％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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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设定

１． 基准回归

本文基准回归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
ｙ ｉ ＝ α０ｉ＋α１ｉＥ ｉ＋γ ｉｊＸ ｉｊ＋ε ｉ （１）

式（１）中，ｙ ｉ为农户家庭消费，Ｅ ｉ为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Ｘ ｉｊ表示第 ｉ 个农户的第 ｊ 个控制变

量；α、γ 为待估参数，ε 为扰动项。
为了识别家庭人口结构的调节作用，本文以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表征家庭人口结构，

并借鉴温忠麟等 ［４１］ 的调节效应检验方法，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ｙ ｉ ＝ β０ｉ＋β１ｉＥ ｉ＋β２ｉＣＨ ｉ＋β３ｉＥ ｉ×ＣＨ ｉ＋γ ｉｊＸ ｉｊ＋ε ｉ （２）
ｙ ｉ ＝ β０ｉ＋β１ｉＥ ｉ＋β２ｉＯＬ ｉ＋β３ｉＥ ｉ×ＯＬ ｉ＋γ ｉｊＸ ｉｊ＋ε ｉ （３）

式（２）和式（３）中，ｙ ｉ、Ｅ ｉ和Ｘ ｉｊ表示含义与式（１）中一致；ＣＨ ｉ为家庭少儿抚养比，Ｅ ｉ×ＣＨ ｉ为农

户宅基地退出行为与家庭少儿抚养比的乘积项，以检验少儿抚养比对宅基地退出影响家庭消费

的调节作用；ＯＬ ｉ为家庭老年抚养比，Ｅ ｉ×ＯＬ ｉ为宅基地退出行为和老年抚养比的乘积项，以检验

老年抚养比对宅基地退出影响家庭消费的调节作用；β、γ 为待估参数，ε 为扰动项。 此外，为消

除截面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本文运用稳健标准误。
２． 倾向得分匹配法

目前宅基地退出遵循自愿有偿退出原则，是否退出宅基地由农户自己决定，因此样本中退

出户与未退出户并非随机，存在样本“自选择”问题，且由于无法获取实际退出农户若未退出情

况下的家庭消费状况，直接比较退出户与未退出户的差异会产生内生性问题。 因此选择倾向得

分匹配方法，将处理组（退出宅基地农户）与对照组（未退出宅基地农户）进行多维度匹配，构建

反事实框架来缓解非随机样本数据的选择性偏差。 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具体步骤为：首先，运用

ｌｏｇｉｔ 回归估算农户退出宅基地的概率拟合值，即倾向得分。 其次，进行倾向得分匹配，为保证匹

配的稳健性，本文选取最小近邻匹配、卡尺匹配、核匹配和局部线性匹配 ４ 种方法对处理组和对

照组进行匹配。 最后，根据匹配后样本计算平均处理效应。
３． 工具变量法

农户家庭消费不仅受到家庭资产、户主认知等的影响，还受到家庭消费习惯、市场环境等控

制变量未包含在内的因素影响，因此基准回归可能存在遗漏变量造成的内生性问题，使得估计

结果偏误。 借鉴已有研究，引入工具变量法来有效缓解内生性问题 ［１７］ 。 依据工具变量选取原

则，本文选取“所了解周边农户的宅基地退出倾向”作为“农户宅基地是否退出”的工具变量。
一方面，农户在做宅基地退出决策时容易被周围人的意见所影响，具有强烈的群体效应，即满足

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原则；另一方面，周边农户退出宅基地倾向对于农户家庭消费没有直接影响，
满足外生性要求。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本文使用 ＯＬＳ 回归检验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结果如表 ３ 所示。 从回归结果

可以看出，宅基地退出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家庭总消费，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家庭生产性消费，显著

正向影响生活性消费，假说 １ 得到验证。 控制变量中，家庭承包地面积、家庭人口数、住房数量、
关系网规模和家庭年收入均显著正向影响家庭总消费。 家庭承包地面积、住房数量和家庭年收

入表征家庭资产和财产，通常家庭资产越富足，家庭消费水平越高。 家庭人口数越多，家庭消费

需求越大。 关系网规模是家庭社会资本的体现，社会资本较高的农户市场信息获取渠道也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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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交易成本下降，从而提升消费支出的积极性。 家庭承包地面积和户主从事农业显著促进家

庭生产性消费，可能的原因是承包地面积越大，越难以实现家庭生计策略的调整，农业的特殊性

使得农业生产对农时的要求较高，农业生产时间成本上升和农业生产不便需要通过增加化肥农

药和人工等投入来抵消。
进一步细化生活性消费，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宅基地退出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家庭生存型

消费和发展型消费，且对于生存型消费影响程度更大。 实际上，宅基地退出政策对于农民土地

权益的保护隐含了弱化农民社会福利保障的基本事实，原本无偿获得的长期持有的居住地被置

换为有限且一次性的补偿金，其生存和养老问题均受到威胁。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们

会先满足生理与安全等方面的需求，再满足社交、尊重以及自我实现发展的需求。 因此，从消费

结构来看，当家庭收入提高时，农户会先满足家庭生存型消费，以满足维持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

产的基本需求，进而再将资金投入发展型消费，以追求更高质量的发展机会。 控制变量中，户主

年龄对于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均产生负向显著作用，已有研究表明，老龄化通过抑制边际

消费倾向对居民消费产生负向影响 ［４２］ 。 社会网络显著负向影响家庭生存型消费，可能的原因

是，社会网络规模越大，意味着家庭为了维持人际关系所需的花费越高，这或许对家庭生存型消

费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挤压。
表 ３　 基准回归结果（Ｎ＝ ６５１）

变量 总消费 生产性消费 生活性消费 发展型消费 生存型消费

宅基地退出 ０．１９２∗∗∗（０．０４０） －１．０６９∗∗∗（０．２２４） ０．２２０∗∗∗（０．０４２） ０．１８０∗∗∗（０．０５６） ０．２３５∗∗∗（０．０５１）

年龄 －０．０１０∗∗∗（０．００２） －０．０２８∗∗∗（０．０１１） －０．０１０∗∗∗（０．００２） －０．０１３∗∗∗（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０．００３）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０５（０．００６） ０．０３３（０．０３２） ０．００６（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０．００８） ０．０１０（０．００７）

从事农业 ０．０１６（０．０３９） ２．７８７∗∗∗（０．２１６） －０．０２１（０．０４０） －０．０９０∗（０．０５４） ０．１０５∗∗（０．０５０）

新农保 －０．０２３（０．０２８） ０．０７０（０．１５５） －０．０２６（０．０２９） －０．０１６（０．０３８） －０．０１８（０．０３５）

风险意识 ０．０２４（０．０２０） ０．１８６∗（０．１０９） ０．０２２（０．０２０） ０．０２７（０．０２７） ０．０３１（０．０２５）

承包地面积 ０．０１１∗（０．００６） ０．２７０∗∗∗（０．０３３） ０．００１（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０．００８）

家庭人口数 ０．１７９∗∗∗（０．０１５） －０．０１０（０．０８４） ０．１９３∗∗∗（０．０１６） ０．２１１∗∗∗（０．０２１） ０．１６８∗∗∗（０．０１９）

住房数量 ０．３６２∗∗∗（０．１２６） ０．６６２（０．６９９） ０．３２１∗∗（０．１３０） ０．１６７（０．１７４） ０．５８１∗∗∗（０．１６０）

社会网络 ０．００６∗∗（０．００３） ０．０２５∗（０．０１４） ０．００６∗∗（０．００３） ０．０１５∗∗∗（０．００３） －０．０１０∗∗∗（０．００３）

家庭年收入 ０．０５５∗∗∗（０．０１８） ０．００７（０．０９８） ０．０５３∗∗∗（０．０１８） ０．０８６∗∗∗（０．０２４） ０．０３５（０．０２２）

村 庄 距 中 心

镇距离

－０．００１（０．００５） ０．０６２∗∗（０．０２５） －０．００２（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０．００６）

村 庄 基 础 设

施完善度

０．０１２∗（０．００７） ０．０２４（０．０３８） ０．０１４∗（０．００７） ０．００９（０．０１０） ０．０１９∗∗（０．００９）

常数项 ８．７７１∗∗∗（０．２６９） ２．７６０∗（１．４９４） ８．７５０∗∗∗（０．２７９） ８．００３∗∗∗（０．３７２） ７．４５９∗∗∗（０．３４２）

调整 Ｒ２ ０．４２８ ０．３４８ ０．４２９ ０．３７１ ０．２６０

　 　 注：∗∗∗、∗∗、∗分别代表在 １％、５％、１０％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二）异质性分析

本文对相关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后，在公式（１）中分别加入少儿抚养比和宅基地退出、老年

抚养比和宅基地退出的交互项，运用 ＯＬＳ 进行回归，探究家庭人口结构在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

庭消费影响中是否存在调节效应，得到如表 ４ 和表 ５ 的实证结果。
表 ４ 中由少儿抚养比与宅基地退出的交互项结果可以看出，少儿抚养比在宅基地退出对农

户家庭总消费的影响中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并且对发展型消费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假说 ２ 得到验证。 因为少儿对食品、服饰和居住的消费需求较成年人要求更高 ［４３］ ，少儿抚

养比越大，家庭消费需求越多，经济负担就会越重。 舒尔茨 ［４４］ 强调人力资本不仅能够改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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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生产效率，还能够对未来个人收益产生积极的影响。 宅基地退出影响了农户对于未来收

益的判断，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重视对孩子人力资本的投资，伴随着教育、医疗保健等费用的攀

升，家庭用于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发展型消费支出也大幅增加。 另外，少儿抚养比在宅基地退出

减少农户家庭生产性消费中也表现出调节作用，即少儿抚养比会抑制宅基地退出对家庭生产性

消费的减少，可能的原因是，传统农区家庭劳动力配置大多是男性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配偶

在家照看小孩，这部分居家劳动力为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仍然会参与农业生产，因此不会减少必

要的生产性消费开支。
表 ４　 家庭人口结构调节效应结果（少儿抚养比） （Ｎ＝ ６５１）

变量 总消费 生产性消费 生活性消费 发展型消费 生存型消费

宅基地退出 ０．１８７∗∗∗（ ０．０３８） －１．０６１∗∗∗（ ０．２２４） ０．２１４∗∗∗（ ０．０３９） ０．１７０∗∗∗（ ０．０５０） ０．２３６∗∗∗（０．０５１）

少儿抚养比 ０．４０２∗∗∗（ ０．０５０） －０．３２５（ ０．２９６） ０．４３３∗∗∗（ ０．０５２） ０．７２４∗∗∗（ ０．０６６） －０．０６１（ ０．０６８）

交互项 ０．２２４∗∗∗（ ０．０８１） ０．８３８∗（ ０．４７５） ０．１９６∗∗（ ０．０８４） ０．３６３∗∗∗（ ０．１０７） －０．１１５（ ０．１０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调整 Ｒ２ ０．４９３ ０．３５０ ０．４９６ ０．４９０ ０．２６１

　 　 注：∗∗∗、∗∗、∗分别代表在 １％、５％、１０％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 ５ 中由老年抚养比与宅基地退出的交互项结果可以看出，老年抚养比仅在宅基地退出对

农户家庭生产性消费的影响中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即对生产性消费的降低具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 可能的解释是，农户退出宅基地使得原宅基地具有的生产辅助功能受限或丧失，迁入集中

安置区后，耕作半径拉大，农业经营的时间成本和通勤成本上升，农业生产便利性降低。 老年抚

养比较高的家庭中老年劳动力是家庭农业生产的主要依赖力量，传统农区机械化程度低，随着

老年人身体机能衰退，自理能力日益下降，相对于年轻化家庭而言，宅基地退出进一步增加了老

年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的难度，使其加入农业生产的可能性更小，因此农业生产投入更低，甚至选

择退出农业生产，宅基地退出使得家庭生产性消费降低在老年抚养比较大的家庭中更加明显。
对生活性消费的调节作用没有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家庭老龄人口比重较大时，家庭消费率

较低。 相对年轻人口，老年人口在衣食住等方面的消费都较低，家庭本身在生存型消费的支出

占比较小。
表 ５　 家庭人口结构调节效应结果（老年抚养比） （Ｎ＝ ６５１）

变量 总消费 生产性消费 生活性消费 发展型消费 生存型消费

宅基地退出 ０．１９０∗∗∗（ ０．０４０） －１．０９１∗∗∗（ ０．２２２） ０．２１８∗∗∗（ ０．０４２） ０．１７８∗∗∗（ ０．０５６） ０．２３２∗∗∗（０．０５１）

老年抚养比 －０．０５４（ ０．０３５） －０．４７９∗∗（ ０．１９２） －０．０４９（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１（ ０．０４８） －０．０７９∗（０．０４４）

交互项 ０．０２０（ ０．０５７） －１．０９０∗∗∗（ ０．３１４） ０．０３７（ ０．０５９） ０．０７４（ ０．０７９） ０．０３６（ ０．０７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调整 Ｒ２ ０．４２８ ０．３６４ ０．４２９ ０．３７０ ０．２６２

　 　 注：∗∗∗、∗∗、∗分别代表在 １％、５％、１０％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三）纠正选择性偏误

本文选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以纠正选择性偏误。 为

了最大程度减小控制组与对照组的系统性差异，保证样本匹配后的平衡性，本文分别采用最小

近邻匹配、半径匹配、核匹配和局部线性回归匹配进行协变量的平衡性检验。 结果显示，与匹配

前相比，匹配后的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由 ０．０８０ 降至 ０．００３ ～ ０．０１０，ＬＲ ｃｈｉ２由 ７１．５８ 降至 ２．８５ ～ ９．９１，均值

偏差由 １２．５ 降至 ３．５ ～ ５．１，且均值偏差均小于 １０％，中位数偏差由 ７．０ 降至 ２．６ ～ ３．８。 由此可

知，倾向得分匹配大幅降低了实验组与对照组的系统性差异，数据匹配具有良好的平衡性。
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分别采用上述 ４ 种匹配方法进行匹配回归。 结果如表 ６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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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方法所得平均处理效应的方向和程度基本相同，估计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为便于实证

分析，择定以其算术平均值表征影响效应。 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总消费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在排除其他可能影响因素后，宅基地退出使得家庭总消费提升 １７．７％。 宅基地退出对生产性消

费有显著负向影响，对生活性消费有显著正向影响，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对发展型消费和生

存型消费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使得家庭发展型消费和生存型消费分别提升 １６．５％和 １７．５％。 在

纠正选择性偏误后，宅基地退出对家庭生存型消费的提升作用仍大于对发展型消费的提升

作用。
表 ６　 倾向得分匹配的结果（ＡＴＴ）

　 　 匹配方法 总消费 生产性消费 生活性消费 发展型消费 生存型消费

最小近邻匹配 ０．１９９∗∗∗ －１．１６２∗∗∗ ０．２２９∗∗∗ ０．１４０∗ ０．１４９∗∗

半径匹配 ０．１７８∗∗∗ －０．８３８∗∗∗ ０．２００∗∗∗ ０．１８８∗∗∗ ０．１９３∗∗∗

核匹配 ０．１６０∗∗∗ －０．８２３∗∗∗ ０．１７８∗∗∗ ０．１５３∗ ０．１６８∗∗∗

局部线性回归匹配 ０．１７２∗∗∗ －０．７７１∗∗∗ ０．１９２∗∗∗ ０．１８１∗∗∗ ０．１８８∗∗∗

均值 ０．１７７ －０．８９９ ０．２００ ０．１６５ ０．１７５

　 　 注：∗∗∗、∗∗、∗分别代表在 １％、５％、１０％水平上显著。

（四）内生性讨论

考虑到模型存在遗漏变量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用工具变量法作进一步回归。 首先对

工具变量“所了解周边农户宅基地退出倾向”的有效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ＬＭ 统计量为

３３２．６５３，Ｐａｒｔｉａｌ Ｒ２为 ０．６３９１，Ｆ 统计量大于 １０，且 Ｆ 统计量的 ｐ 值为 ０，表明工具变量通过相关

性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 引入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 ７ 所示，在处理内生性问题后，宅基

地退出对家庭总消费和生活性消费的影响系数依然显著为正，对生产性消费的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宅基地退出显著提升了家庭总消费和生活性消费，显著降低了家庭生产性消费。 对发展型

消费和生存型消费均表示出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生存型消费和提升程度大于发展型消费，与
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表 ７　 宅基地退出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引入工具变量） （Ｎ＝ ６５１）

　 变量 总消费 生产性消费 生活性消费 发展型消费 生存型消费

宅基地退出 ０．１９９∗∗∗（ ０．０５０） －１．４９９∗∗∗（ ０．２７８） ０．２３９∗∗∗（ ０．０５２） ０．１８６∗∗∗（ ０．０６９） ０．２８３∗∗∗（０．０６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调整 Ｒ２ ０．４２８ ０．３４４ ０．４２９ ０．３７１ ０．２５９

　 　 注：∗∗∗、∗∗、∗分别代表在 １％、５％、１０％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五）机制检验

根据消费理论，收入是影响消费的关键因素，这可能也是宅基地退出提升家庭消费的一个

潜在机制，本文进一步验证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收入提升这一机制。
机制分析中，被解释变量确定为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经营

性收入是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工资性收入是农户外出务工和就近非农就业所得收入，财
产性收入是农户流转土地、出租房屋等所得收入，转移性收入是农户所得养老金、生产补贴、低
保等收入。 对各项收入做取对数处理后回归结果如表 ８ 所示，宅基地退出显著增加了农户家庭

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显著降低了经营性收入，对财产性收入没有显著影响。 这一结论与

已有文献结论一致 ［１６］ 。 即农户参与宅基地退出改革提高了家庭非农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收入

水平的提升刺激了家庭消费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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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宅基地退出对家庭收入的影响

　 变量 经营性收入 工资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

宅基地退出 －０．６２２∗∗（ ０．２５１） ０．６２９∗∗（ ０．２７７） －０．１４７（ ０．２０２） ０．４９５∗（ ０．２８１）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调整 Ｒ２ ０．３７１ ０．５２６ ０．０８６ ０．２８５

　 　 注：∗∗∗、∗∗、∗分别代表在 １％、５％、１０％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宅基地退出试点区安徽省金寨县 ６５１ 户农户的微观数据，实证分析了传统农区宅

基地退出对家庭消费数量和结构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家庭人口结构在其中的调节作用。 得

出以下结论：第一，宅基地退出对家庭总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第二，宅基地退出对家

庭不同类型的消费影响不同，其中，对生产性消费具有显著的降低作用，对生活性消费具有显著

的促进作用，并且对生存型消费的提升作用大于对发展型消费的作用。 第三，家庭人口结构在

宅基地退出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中存在调节作用，其中，老年抚养比越大的家庭生产性消费的减

少越明显，少儿抚养比越大的家庭发展型消费的增加越明显。 第四，宅基地退出通过增加农户

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进而推动消费提升。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相关政策启示：第一，加强宅基地退出与土地流转政策的联动

促进。 从粮食安全的角度而言，宅基地退出造成的家庭生产性消费的降低对于耕地保护和粮食

生产可能具有不利的影响，因此要积极推动传统农区土地流转市场建设，鼓励农业生产意愿较

低的退出农户将土地流转给专业务农主体，在保障农户财产性收入的同时，实现土地要素的高

效利用。 第二，注重保障农户家庭基础消费。 宅基地退出的实施总体上对于拉动农村居民消费

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对于生存型消费的拉动效果大于发展型消费，这一点不利于农户家庭长远

福利水平保障。 因此，政府应当在宅基地退出政策实行过程中注重保障家庭基础性消费，在村

庄布局和规划中预留出发展庭院经济的区域，对水电和物业等日常消费给予一定程度的补贴或

优惠，使得家庭能够无后顾之忧地将更多资金投在教育培训或医疗保健等发展型支出上。 第

三，加强对宅基地退出农户的再就业支持，尤其对家庭抚养负担较重的家庭予以重点关注。 优

化当地产业布局，并通过点对点就业培训、就业帮扶等手段帮助农户转型为高素质的二、三产业

人口，实现由农业向非农就业的转变，从而增加收入，提高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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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Ｏ Ｙｕａｎ， ＧＡＯ Ｃｈｅｎｘｉ， ＺＨＡＯ Ｋａ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ｄａｔａ ｏｆ ６５１ ｒｕｒ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ｉｎ Ｊｉｎｚｈａｉ，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 ｐｉｌｏｔ ｃｏｕｎｔｙ
ｏｆ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 ｅｘｉ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ｕｓｅｓ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 ｅｘｉｔ ｏｎ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ｇ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 ｅｘｉｔ
ｏｎ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 １）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 ｅｘｉｔ ｈ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 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 ｅｘｉｔ ｈ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３） Ｔｈｅ ａｇ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ａ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 ｅｘｉｔ ｏｎ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ｒａｔｉｏ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ｈａｓ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ｔｏｔ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ｖｉｎｇ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ｌｄ⁃ａｇ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ｒａｔｉ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 ｅｘｉｔ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ｉｔ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ｓｏｍ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ｌｉｎｋａｇ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 ｅｘｉｔ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 ｅｘｉｔ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 Ｅｘｉｔ；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Ｊｉｎｚｈａｉ Ａｎｈｕｉ　

１５１

第 ４ 期 高原，高晨曦，赵凯 　 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


